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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shan Culture (11~8.5 ka B.P.),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 found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pstream of Qiantang River. In Qu River, the settlements of Shangshan 
Culture present linear distribution along the second fluvial terrace in the southern bank.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ettlement sel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luvial terraces, hypsometric integral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and stream-net 
density. Terrain analysis reveals that, compared to the southern bank, which has three levels of 
broad fluvial terraces, the northern bank is lack of the highest terrace and the floodplain is scarce.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the middle reach are less developed compared to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 Qu River, while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the northern bank are also less de-
veloped than the southern ones. The stream-net density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watershed, but also affected by faults and lithology.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s behind 
the Shangshan Culture sites are well developed with abundant stream and gentle slope, which are 
accessible for collecting and hunting, and also unsusceptible to landslides and debris flows. Conse-
quently, with the broad floodplain in the southern lower reach, the second fluvial terrace in the 
southern bank of Qu River is a good habitat for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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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山文化(11~8.5 ka B.P.)主要分布于钱塘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其遗址群在钱塘江上游的衢江流域内呈

现集中分布于南岸下游河段二级阶地边缘的特点。本文利用地貌定量解析的手段，探讨了衢江南北岸河

流阶地分布差异、遗址后方山地子流域地貌发育阶段、水系密度分布特征与上山文化立地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现，衢江南岸广泛分布着相对高差约20 m的河流阶地，而北岸缺乏河漫滩和第一级阶地；衢江山

地流域地貌发育阶段呈现出中游年轻，上游和下游较老，北岸比南岸老的特点，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各

高程段的分布特征，受流域发育阶段、断层分布以及岩性差异共同影响。上山文化遗址群后方的山地流

域处于壮年偏老的地貌发育阶段，地势和缓，水系发育成熟，下游水网密布，这样的山地流域方便古人

类进入，开展采集、打猎等活动，也不易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结合阶地的分布特征，南岸下游的二

级阶地是相对优越的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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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山文化是距今年代约 11,000~8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老

的新时期时代文化遗址群[1]。目前发现的 18 处遗址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上游的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图 1)。泛钱塘江流域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还包括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

化和良渚文化(图 1)，上山文化的发现补充了整个文化序列源头的一环。前人对于钱塘江流域地学考古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河口地区及沿海平原，以全新世海平面变化、沿海平原的演化过程为依据和线索，从

典型遗址考古地层学研究，到区域内的自然沉积地层记录的环境演变研究，来深入探讨全新世环境变化

对稻作农业发展以及文化的迁徙、兴衰的影响，取得了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2]-[17]。相较下游丰富

的成果而言，上游地区地学考古研究较为少有。毛龙江等[18]对位于浦阳江上游的浦江上山遗址所在河流

阶地进行了剖面分析，探讨了该遗址区的环境演变过程。发现晚更新世，粉尘堆积形成了约 1 m 厚的下

蜀黄土；全新世开始，气候转暖，粉尘堆积速率下降，阶地上开始出现上山文化。Zong 等[10]指出长江

下游全新世早、中、晚期环境变迁和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的稻

作演化存在对应关系。相关研究亟待系统展开。 
钱塘江上游的地貌主要呈现出山地丘陵与宽阔的河谷平原相结合的地形特征，与下游沿海平原的地

形差异较大。由于地貌的形态给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植被、土壤等都带来不同的影响，造

成了人类生存系统的区域性差异，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人类对生存资源以及生产模式发展方向的选择，近

年，地形分析已经成为复原古地理环境，研究古人类立地原因中重要的一环[19]-[28]。在上山遗址分布区

域，由于其特殊的地貌格局和水系展布形式，容易发生洪涝或碎屑流等灾害，但是盆地中的阶地、河漫

滩等平坦的地形分布特征，又有益于稻作耕种，水土资源，洪水干旱降温事件，都是在此基础上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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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古人类生存环境，有必要在此开展详细的地形分析。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在衢江和武义江流域内呈沿河分布的遗址群出现[29]，其中衢江

流域内发现五处遗址呈现出沿着主河道南岸下游河段二级阶地线状分布的规律。本文拟采用地形分析的

方法，针对衢江流域南北两岸河流阶地分布的差异，以及支流山地流域的地貌发育阶段、水系密度分布

特征，来探讨地形特征与古人类立地原因之间的关系。 
 

 
注：18 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遗址点位为 GPS 实测数据，集中分布于宁波余姚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点(距今 7000~5000 年) 23
处，湖州地区的马家滨文化遗址点(距今 6500~5800 年) 40 处，嘉兴、湖州一带的崧泽文化遗址点(距今 5700~5400 年) 46 处，以及

以钱塘江北岸杭嘉湖平原为中心分布区的良渚文化遗址点(距今 5300~4300 年)等 228 处遗址点位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文物地图集》。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Neolithic cultural sites 
图 1.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分布图 

2.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 

衢江为钱塘江上游主要干流之一，古名瀫水，又称信安江。衢江河宽 150~300 m，干流长 83 km，流

域面积 11,138 km2，平均坡降 0.5‰。衢江主流上源由常山港、江山港至衢州市汇合而成，过衢州后东流，

右纳乌溪江，左纳铜山源；经龙游右纳灵山港；至兰溪市右汇金华江后称兰江[30]。衢江盆地为金华–衢

州盆地(金衢盆地)的西侧主体部分，金衢盆地处赣杭构造带的核心部位，发育在前中生代变质褶皱基底之

上，是属于在江绍断裂带的基础上，经晚中生代的区域伸展作用而发育起来的一个晚白垩世–古近纪裂

谷盆地。盆地北界主要受正断层控制，南缘为超覆不整合[31]。盆地内呈明显的阶梯状地貌面，地势南北

高、中部低，盆地的北缘和南缘主要为中山地形，坡地陡峭，沟谷发育，侵蚀剥蚀情况较严重；盆地中

部岗地平原地区受河流作用切割，多形成长垅状河流阶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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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形解析方法 

本文基于 30 m G-DEM 数据提取高程差剖面，对衢江主河道两岸的阶地进行了精确的勾勒，讨论南

北岸阶地分布的特点与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衢江两岸的山地流域提取主要依赖 ArcMap 的

水文(Hydrology)工具进行提取，得到水流方向、汇流累积量及河网数据后，参考地形变化特征及与 1:20
万地质图上显示的金衢盆地控盆断层位置来确定流域出水口的位置，最终利用 hydrology modelling 插件

提取出每个流域。 
对提取出的流域进行 HI (Hypsometric Integral)值的计算。HI 为衡量流域发育阶段的指标，由 Strahler

于 1952 年提出[33]，其定义为流域单元内未被剥蚀掉的物质体积和流域单元内被侵蚀之前总物质体积之

比，HI 可以表示流域地面受剥蚀程度，并以此来判定地貌发育阶段。本文采用高程—起伏比进行 HI 的

计算，Pike [34]证明了高程—起伏比与 HI 是相同的，其计算公式为： 

( ) ( )min max min–meanHI H H H H= −  

其中 Hmean、Hmin、Hmax 分别代表流域单元内的高程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HI 值越小则地貌发育阶

段越趋于老年期，地形被剥蚀程度高，地形和缓；反之越趋于幼年期，地形刚开始被下切。 
水系密度是指单位流域面积的水系长度，不仅反映河道的分布程度，也体现了流域被切割的程度。

水系密度的计算利用 ArcGIS 的邻域统计(Neighborhood Statistics)功能，基于河网的栅格数据进行计算，

得到每 10 × 10 个 30 m 栅格内的水系密度。同样的，对每个子流域的高程数据做平均值的邻域统计处理，

流域水系密度图层、流域高程图层的栅格大小一致。为统一高程数据方便比较，将高程图层转换为相对

高程后，利用 ArcGIS 的重分类工具(Reclassify)将相对高度图层每隔 0.1 分为一类，共 10 类(在图 4~6 中，

相对高程段(0, 0.1)的区间对应分类数字“1”，以此类推，相对高程段(0.9, 1)对应分类号“10”)。随后再

进行分类区统计以得到不同高程段内水系密度的分布情况。 

3. 结果分析 

3.1. 衢江主河道南北两岸阶地提取结果 

提取结果显示(图 2)，衢江南岸广泛分布着三级阶地。最低一级的阶地(河漫滩，T2)自下游至上游都有

分布，宽度在 4~5 km 左右，高程自东向西逐渐增加，从 40 m 递增至 60 m 左右。第二级阶地(T1)，也就是

上山文化遗址群所在的这一级阶地，分布范围比河漫滩更为宽广，宽度在 4~7 km 不等，被后方山地的支流

侵蚀切割成长岗状。高程自东向西由 55 m 递增至 85 m 左右，与河漫滩(T2)高差在 15~20 m 不等。最高一

级阶地(T0)，分布范围相对收缩，主要分布于中游及上游河段，宽度在 3~7 km 不等，高程自东向西由 75 m
增至 110 m，与第二级阶地(T1)高差在 15~25 m 不等。阶地在南北岸分布存在差异，北岸仅有 T1、T2 两级

阶地分布，并以 T1 阶地为主，宽度在 10~15 km 不等，主河道紧邻 T1 阶地，使得主河道一侧大部分区域

仅存较为狭窄的河漫滩(T2)。较为宽阔的河漫滩(T2)在上游与下游侵蚀切割严重的较大支流两岸出露。 

3.2. 衢江南北两岸山地子流域地貌发育阶段 

南岸共提取流域 13 个，其中，水系级别为四级的流域 7 个，流域面积平均为 80 km2，流域起伏度在

1000~1300 m 不等；水系级别为五级的流域 4 个，流域面积平均为 113 km2，流域起伏度在 800~1300 m
不等；水系级别为六级的流域 2 个，流域面积平均值为 543 km2，起伏度分别为 1312 m 与 1554 m；以及

水系级别为七级的流域一个，流域面积约 2500 km2，起伏度为 1655 m。北岸共提取流域 16 个，其中，

水系级别为四级的流域 7 个，面积平均值为 42 km2，流域起伏度变化较大，在 500~1300 m 不等；水系级

别为五级的流域 6 个，流域面积平均值为 82 km2，流域起伏度在 500~1300 m 不等；水系级别为 6 级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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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2 个，流域面积平均值为 230 km2，流域起伏度分别为 1127 m 与 1302 m；水系级别为 7 级的流域 1 个，

流域面积约为 2100 km2，起伏度为 1372 m (图 3，表 1)。由于第七级水系流域面积远远高于其他流域，

已不在可以比较的范畴内，因此下文 3.3 节仅讨论四至六级流域的水系密度变化特征。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fluvial terraces in Qu River. (A)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of the study area; (B) The 
extraction result of fluvial terraces based on DEM (see the topograhic profile of those black lines in (C)); (C) The topo-
graphic profiles of three levels of fluvial terraces in Qu River 
图 2. 衢江流域阶地分布图。(A) 研究区数字高程模型(DEM)；(B) 阶地提取结果(黑线为阶地剖面位置，见图(C))；
(C) 衢江流域三级阶地高程剖面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Qu River 
图 3. 衢江流域南北岸山地子流域分布图 
 

经计算后发现，衢江南北两岸的流域的 HI 值在下游、中游、上游大致呈现出分段特征。衢江南岸下游

河段的流域的 HI 平均值为 0.28，中游河段的 HI 平均值为 0.43，上游河段的流域 HI 平均值为 0.33。衢江北

岸下游河段流域的 HI 平均值为 0.15，中游为 0.39，上游为 0.25 (表 1)。同一河段内，南岸的子流域 HI 值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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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大于北岸，而两岸的 HI 值，都呈现出中游河段最高，下游河段最低，自下游向上游，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可将衢江流域不同河段山地流域的地貌发育阶段粗略划分为，南岸下游、中游、上游河段分别处于壮年

偏老期、壮年期、壮年偏老期；北岸下游、中游、上游河段则分别处于老年期、壮年期和老年偏壮期。 
 

Table 1. Geo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Qu River 
表 1. 衢江流域南北岸山地子流域基本地貌参数 

流域编号 水系等级 流域面积(km2) 起伏度(m) HI 是否影响遗址 前方阶地分布情况 

衢江南岸流域 

下游河段 

O4_S1 4 127.74 1246 0.31 是 T1、T2 

O4_S2 4 88.93 1028 0.28 是 T0、T1、T2 

O4_S4 4 85.05 1087 0.30 是 T0、T1、T2 

O5_S2 5 72.59 1024 0.22 是 T0、T1、T2 

O6_S1 6 683.56 1554 0.31 是 T1、T2 

中游河段 

O4_S5 4 22.81 1062 0.44 否 T0、T1、T2 

O4_S6 4 89.16 1313 0.46 否 T0、T1、T2 

O7_S1 7 2478.84 1655 0.40 否 T0、T1、T2 

上游河段 

O5_S3 5 236.57 1259 0.30 否 T2 

O4_S7 4 67.44 1189 0.41 否 T2 

O6_S2 6 402.68 1312 0.42 否 T2 

O5_S4 5 92.82 1281 0.34 否 T2 

O5_S5 5 49.38 858 0.18 否 T2 

衢江北岸流域 

下游河段 

O5_N1 5 50.79 632 0.13 否 T1、T2 

O4_N1 4 36.87 482 0.17 否 T1、T2 

O5_N2 5 42.82 461 0.11 否 T1 

O5_N3 5 72.58 777 0.18 否 T1 

中游河段 

O4_N2 4 23.80 805 0.39 否 T1 

O5_N4 5 217.81 1291 0.33 否 T2 

O6_N1 6 181.79 1127 0.36 否 T2 

O5_N5 5 36.67 1052 0.41 否 T1 

O4_N3 4 68.77 1270 0.45 否 T1 

上游河段 

O4_N4 4 50.57 1298 0.28 否 T1 

O4_N5 4 48.41 1281 0.26 否 T2 

O6_N2 6 277.56 1302 0.27 否 T2 

O5_N6 5 73.85 778 0.22 否 T2 

O4_N6 4 34.00 777 0.21 否 T2 

O7_N1 7 2094.38 1372 0.22 否 T2 

O4_N7 4 30.67 688 0.26 否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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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衢江南北两岸山地子流域水系密度分布特征 

位于衢江南岸下游河段的山地流域中，除第五级水系流域(O5_S2) HI 值较小，为 0.22 之外，其余流

域 HI 值都在 0.3 左右。第四级水系流域(O4_S1、O4_S2、OS_S4)水系密度在各个高程段的分布变化趋势

一致，自下游向上游总体呈现略微增长的趋势，在相对高程为 0.3 和 0.8 的区段内存在水系密度的峰值。

第六级水系流域(O6_S1)水系密度总体变化不明显，呈大致持平、略微下降趋势，但水系密度的峰值区间

与四级水系一致。而水系发育阶段更偏老年期的第五级水系流域(O5_S2)，随着相对高程的增加，水系密

度呈现先略微增大后下降的趋势，水系密度峰值分布在流域中游(图 4(A)~(C))。南岸中段流域 O4_S5 与

O4_S6 的 HI 值分别为 0.44、0.46，地貌发育阶段接近，较下游年轻，水系密度随着相对高程的增加，都

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水系密度峰值大小及峰值所在的相对高程区间存在差异(图 4(D)~(F))。
南岸上游河段山地流域 HI 值较为不均，从 0.18 到 0.42 不等。水系密度分布特征总体呈现出随着流域相

对高程的增加，水系密度逐渐减小的趋势(图 4(G)~(I))。 
 

 
Figure 4. The stream map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Qu River ((A), (B), (C)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lower reach of sou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D), (E), (F)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 of sou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G), (H), (I)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upper reach of sou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The figures behind the watershed IDs are the HI values) 
图 4. 衢江南岸山地流域水系分布图((A)、(B)、(C)分别为下游的 DEM、水系密度及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

(D)、(E)、(F)分别为中游的 DEM、水系密度及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G)、(H)、(I)分别为上游的 DEM、

水系密度及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流域编号后括弧内为该流域的 H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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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北岸下游河段山地的流域的 HI 值在 0.1~0.2 之间，已处于水系发育阶地的老年期。第五级流域

O5_N1与O5_N3大体呈水系密度随相对高程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而相邻的两个流域O4_N1与O5_N2，
皆表现出流域中游(相对高程等于 0.5 的区段)水系密度最高的特征(图 5(A)~(C))。衢江北岸中游河段山地

流域 HI 值在 0.33~0.45 之间，水系密度在分布特征较不统一。O4_N2 呈现水系密度随相对高度的增加，

逐渐增大的趋势，且各段水系密度都较其他流域低。O5_N4 与 O6_N1 总体呈随相对高程的增高，水系密

度逐渐变小的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O5_N5 与 O4_N3，随着相对高度的增加，水系密度先增加，后减

小，中游水系密度最高(图 5(D)~(F))。衢江北岸上游河段山地流域 HI 在 0.21~0.28 之间，水系密度分布特

征也略有差异。O4_N5 与 O6_N2 随相对高度的增加，水系密度呈下降趋势。O4_N4 与 O4_N7 随相对高

程增加，水系密度几乎持平，小范围波动。O5_N6，随相对高程增加，水系密度先下降，后上升。O4_N6
除相对高程等于 0.7~0.8 这个区间内水系密度异常高，其余各相对高程段水系密度基本持平(图 5(G)~(I))。 
 

 
Figure 5. The stream map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Qu River ((A), (B), (C)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lower reach of nor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D), (E), (F)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 of nor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G), (H), (I) are the DEM, stream-net dens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in the upper reach of northern Qu River, respectively. 
The figures behind the watershed IDs are the HI values) 
图 5. 衢江北岸山地流域水系分布图(A、B、C 分别为下游的 DEM、水系密度及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D、

E、F 分别为中游的 DEM、水系密度及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G、H、I 分别为上游的 DEM、水系密度及

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图，流域编号后括弧内为该流域的 H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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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发育阶段的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分布特征对比 

由上述可知，同一水系发育阶段的流域，水系密度的分布特征并不完全统一。流域的水系密度的分

布情况，不仅受到水系发育阶段的控制，可能还受到断层、岩性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山地流域按照 HI
值的大小划分为四个水系发育阶段：壮年期(0.47 ≥ HI ≥ 0.39)、壮年偏老期(0.34 ≥ HI ≥ 0.28)、老年偏壮期

(0.27 ≥ HI ≥ 0.21)以及老年期(0.18 ≥ HI ≥ 0.11)。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对每个发育阶段内的水系密度分布

差异展开分析。 
由图 6(A)可见，处于壮年期的流域(主要位于中游河段，仅 O4_S7 位于南岸上游)，水系密度随着相

对高程的增加，大致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但水系密度峰值所在区间存在差异。中游水系密

度最高，可能是由于壮年期的流域水网尚在生长发育之中，上游区域发育尚不成熟，但下游河网已开始

合并所致。由图 4(D)、图 4(E)、图 5(D)、图 5(E)可知，O4_N3、O4_S5 与 O4_S6 的水系密度峰值都位于

穿过其所在流域的断层的某一盘，且断层位置部分与流域主干道重合。而 O4_S7 (见图 4(G)~(I))双峰所在

位置恰与断层吻合，且下游断层走向与干流垂直。 
 

 
Figure 6. (A)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belong-
ing to the stage of maturity; (B)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belonging to the late stage of maturity; (C)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
tion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belonging to the early stage of old age; (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eam-net 
density to relative elevation of mountainous watersheds belonging to old stage 
图 6. (A) 壮年期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B) 壮年偏老期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

(C) 老年偏壮期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D) 老年期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相对高程段的分布 
 

而处于壮年偏老期的流域，水系密度随相对高程的增加，呈现略微升高的趋势(图 6(B))，这可能是

由于此阶段中下游水系已发育成熟，而此刻上游支流河网仍处于加密发育过程中所致。其中，位于北岸

中游河段的 O5_N4 (图 5(D)、图 5(E))及南岸上游的 O5_S4 (图 4(G)、图 4(H))流域皆被多条垂直于流域干

流的断层切割，断层所经之处普遍存在水系密度高值，这可能是导致水系密度总体变化不大，且峰值不

存在于上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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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偏壮期流域上游水网发育也已结束，水网开始合并，因此随相对高程的增加，水系密度总体变

化趋势基本持平(图 6(C))。其中，O5_S2 中下游(0.5 > Hr > 0.3)区域岩性差异较大，可能由于差异侵蚀造

成该段水系密度值较高。而 O4_N5、O4_N6 水系密度的峰值可能也是由于平行于干流的断层所致(图 5(G)、
图 5(H))。 

处于老年期的流域，水系密度随相对高程的增加，呈现逐渐降低的特点(图 6(D))。由于流域已处于

老年期，整个流域侵蚀严重，地势非常和缓，相对高程低的区域占整个流域面积比例较大，上游支流河

网已合并，水系密度降低，下游河网也合并延长，水系密度高于上游。衢江下游河段由于密集的正断层

分布，地形被断层切割得支离破碎，山地流域地势极为平坦。相邻流域 O4_N1 与 O5_N2 (图 5(A)、图 5(B))
的干流走向由于东西向的断层穿过在中下游区发生接近 90˚的转弯，使得干流走向平行于断层，这可能是

导致水系密度峰值出现在中游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见衢江山地子流域的水系密度分布特征在受到地貌发育阶段控制的同时，可能还会受

到断层分布和岩性差异的影响。若近平行走向的断层穿过流域的干流，水系密度峰值可能会集中于断层

的某一盘；而若断层走向与干流垂直，断层与干流相交处通常会出现水系密度高值，断层活动还可能通

过改变河道的走向从而影响水系密度的分布。同时，流域内同一相对高程范围内的岩性若差异较大，也

可能会造成也会造成该相对高程段水系密度值异常高。 

4. 讨论 

衢江流域的上山文化遗址集中分布于衢江在龙游境内的主河段南岸，呈现出明显的沿着主河道二级

阶地边缘线状分布的特征，与河漫滩约有 20 m 高差。遗址海拔在 40~50 m 左右，坡度皆在 3˚以内，对坡

向无特别偏好。遗址距离北侧自西向东流过的主河道 3~5 km 不等，距离南侧的山地 2~8 km 不等(多在 5 
km 以外)，后方(南侧)山地水系发育成熟、侵蚀作用剧烈，有多条支流自南向北流过，将主河道南岸阶地

切割成连续的块状阶地，遗址距离这些支流距离 0.2~1 km 不等。遗址的水热条件非常近似，年均降水量

约为 1500 mm，年日照量大多为 1.46 × 106 Wh/m2。目前遗址所在区基本属于农田，土壤类型为人为土[35]。
由上述可知，衢江流域内五处遗址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当统一。遗址基本位于海拔适中、坡度和缓的

盆地中心，后方(南侧)有宽阔平坦的阶地与侵蚀严重、地形和缓的山地。除青碓遗址处于冲积平原上，相

对其他四处遗址距离主河道稍远，距离南侧山地更近，其余四处所在的地貌单元都属于起伏的侵蚀剥蚀

高台地。 
上山文化遗址的面积多数超过 30,000 m2，应该大致代表了当时村落的规模。而其建筑基址分为基槽

式和柱构式两种，其中，后者以立柱架构为特征，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形式。同时，遗址中还发现了储藏

坑与墓葬。这说明了上山文化阶段，古人类已开始了定居或者半定居的生活。则上山先民在选择居住点

时，会倾向选择自然环境稳定，少发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区域。衢江流域内遗址分布符合“靠近

支流，远离干流”的规律，既能便捷地汲取水源，又避免了主河道的洪水灾害。距离后方山地有一定的

距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泥石流灾害的隐患。遗址整体距离现代海岸线与古岸线都较远，生活区域

不会受到海平面变化的影响[35]。 

4.1. 河流阶地分布差异对上山先民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 

河流阶地是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地貌面，阶地面的分布、形态以及连通性等特点，会直接影响古人类

对居住地的选择[36]。古遗址常常呈现沿河流阶地线状分布的形态，尤其是在不易被洪水淹没但又可以轻

易获取水源的二级阶地上。且这些区域具有较好的小气候环境，一般既背风又向阳，可以接受较多的光

照，又不会受寒冷的西北风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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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南北 T2 阶地的差异分布，可能是由主河道不断向北迁移，北岸以侵蚀作用为主，南岸以加积作

用为主导致的。衢江南北两岸的阶地地貌面相比较而言，南岸有三级阶地广泛分布，地势开阔平坦，地

形呈阶地状由山地向盆地中心下降，上山人民选址于主河道南岸的第二级阶地边缘(T1)，既邻近水源，

又可有效避免主河道的洪水(阶地高程接近 20 m)，有利于开展类似于房屋建造的工事。第二级阶地边缘

的位置已经距离后方山地在 7 km 开外，同时也避免了山洪灾害的威胁。 
上山文化各遗址点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古人类的生活生产工具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经过分析发

现，陶器在制作过程中，在坯土中掺入了大量植物残体以防止陶坯在干燥和烧制的过程中因坯土收缩而

造成开裂、破碎。这无疑为研究上山先民的农耕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利的证据。经过对出土的夹炭陶片的

观察，发现不仅在陶片表面有大量的谷壳印痕，而且在坯土中夹杂的大量炭屑也是稻谷颖壳不完全燃烧

形成的。陶片中普遍发现稻谷颖壳的现象说明了稻谷使用量已经在当时的食物的构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若没有一定的稻谷产量，陶器制作就不可能普遍采用稻谷颖壳作为主要掺和料。根据对于稻的颖壳形态、

小穗轴和运动细胞硅酸体形状的观察研究，得出了上山文化出土的古稻可能是处于初级驯化阶段的原始

栽培稻的结论[37]。这说明了上山文化阶段，农业经济已处于萌芽中，稻米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食物资源。

那么相应的，遗址区域的自然环境也应适宜稻谷的耕作。而开阔平坦的河漫滩则是发展农耕的最佳区域。

并且，由于主河道不断向北迁移，以加积作用为主的南岸河漫滩环境比以侵蚀作用为主的北岸更为稳定。

因此，对于上山先民来说，衢江南岸的二级阶地选址条件优于北岸。 

4.2. 山地子流域地貌特征与人地关系的讨论 

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资源丰富，以打制石器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其中，小型的石片石器可

作为采集工具，也可以用于割肉剔骨，石锤可用于敲砸坚果，石球可用于抛击野兽，大型的石磨盘以及

磨石可用于脱壳碾粉等[38]。这反映了在早期的稻作农业中，采集经济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植物和小

型动物的经营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那么遗址区周边的自然环境则要符合具有较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的特点。 
上山文化遗址在衢江流域内集中分布于南岸的下游河段，上文对比了衢江流域不同河段的山地流域

的地貌特征，发现在流域发育阶段以及水系密度分布特征上，都存在一定差异。上山文化遗址处于河段

后方的山地流域处于壮年偏老期，水系发育已很成熟，下游水网密布，已开始合并，上游部分支流尚在

发育之中。这样的山地流域、地势较为和缓，相较衢江中游处于壮年期、地势较为陡峭的流域而言，更

方便古人类进入山林地区开展采集、打猎等活动，也更不易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衢江北岸下游老

年期的流域垂直高差过低，动植物多样性会减少，相较处于老年期的流域而言，壮年偏老期的山地的流

域为古人类生存提供的自然资源会更为丰富。因此，南岸下游河段的山地流域地貌特征，相较中游河段，

和北岸下游河段，都更适宜作为古人类开展采集、打猎活动的日常场所。结合上文的阶地分布差异，南

岸上游河段虽然流域发育阶段虽然也处于壮年偏老期，但二级阶地与河漫滩的分布范围大幅度收缩，不

似下游河段开阔平坦，不利于进行房屋建造以及农耕活动。 

5. 结论 

本文针对上山文化遗址群在衢江流域范围内，集中分布于南岸下游河段二级阶地边缘的特点，解析

了衢江流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讨论了阶地分布差异、流域发育阶段以及水系密度分布特征等地形因素对

选址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 衢江南岸有宽阔的三级阶地广泛分布，每级阶地之间高差约为 20 m。而北岸大部分区域只有第二

级阶地，主河道紧邻第二级阶地边缘，缺乏适宜发展农耕的河漫滩。这可能是由于全新世以来衢江不断

向北迁移，北岸以侵蚀作用为主，南岸以加积作用为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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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衢江南岸下游、中游、上游河段的山地流域地貌发育阶段分别处于壮年偏老期、壮年期、壮年偏

老期；衢江北岸下游、中游、上游河段的山地流域地貌发育阶段则分别处于老年期、壮年期和老年偏壮

期，呈现中游年轻，上游和下游较老，北岸比南岸老的特点。 
3) 山地流域水系密度在各高程段的分布特征，受流域发育阶段控制，断层以及岩性差异共同影响。

随着相对高程的增加，处于壮年期的流域，水系密度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征；壮年偏老期的流

域，水系密度大致呈上升趋势；老年偏壮期的流域，水系密度随着相对高程的增加，变化不大；老年期

的流域，水系密度呈下降趋势。 
4) 上山文化遗址后方的山地流域处于壮年偏老的地貌发育阶段，水系发育已很成熟，下游水网密布，

已开始合并，上游部分支流尚在发育之中。这样的山地流域地势较为和缓，方便古人类进入山林地区开

展采集、打猎等活动，也更不易发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结合阶地展布特征，南岸下游的二级阶地是相

比较而言最合适的选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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